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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的公共性与道德的公共性要求将道德教育置于公共性的视域下进行考量。

从公共性的视域审视学校道德教育，其在价值导向上面临个人德性对公共德性的遮蔽，在主

体关系上面临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对公共性的排斥，在交往实践上面临私人交往对公共交往的

削弱等困境，从而构成了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的出场逻辑。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作为现代性

视域下意义重建的共同体，秉持公共价值优先的德育价值导向，倡导公共性的德育主体间关

系，构筑公共交往的德育实践情境，在理论上有助于解决学校道德教育的公共性困境。学校

道德教育要遵循公共性的运思逻辑，由内而外在激发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引导多元主体参

与学校公共生活，推动学校参与社会道德治理等层面对道德教育共同体进行当代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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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场逻辑：学校道德教育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性问题作为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早在 21 世纪之初被提出，现如今试图谋求并证成

教育作为“公共性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无疑跃居教育理论审视和解答的时代主题。同时，

“公共性是道德的根本标准，人们相互交往和促进公共善的公共生活和社会空间是一个道德

领域”
［1］

。教育的公共性和道德的公共性共同决定必须将道德教育置于公共性的视角下进

行考量。公共性的价值、公共性的关系、公共性的交往是公共性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道

德教育的公共性问题可以从公共性的价值导向、公共性的主体间关系以及公共性的交往实践

三个维度进行考量。由此透视学校道德教育，道德教育面临个人德性对公共德性的遮蔽、主

体性与主体间性对公共性的排斥以及私人交往对公共交往的削弱等困境，其构成了学校道德

教育共同体的出场逻辑。 

（一）个人德性对公共德性的遮蔽：道德教育价值的失衡 

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脆弱性、依赖性及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决定了人不仅过着私人生活，

同时更过着公共生活。“一个人如果仅仅过着个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让进入公共领域，

或者像野蛮人那样不愿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2］

就此而言，

公共生活对个体具有构成性价值。公共生活是增进公共福祉、维护公共秩序、进行公共交往

的生活实践，维持其赖以存在的公共道德规范也就成为个体增进公共福祉的普遍原则和价值



标准，它是个体在公共生活中共享的、在公共理性的作用下共同认同的道德规范。公共道德

规范的存在意味着个体有能力根据公共生活的要求采取自觉的道德行动，并在长期的行动中

培育公共德性（public virtue）。悬置或否定公共德性养成的可能性，不仅消融了个体对公共

生活的自觉价值承担，也消解了公共生活本身。在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拓展的当代社会，公共

德性亦变得愈来愈重要。与之相对，个人德性（personal virtue）是个体在私人生活中的道德

品质，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良善生活为目标，具有“为自己而活”的特殊性价值。由于私人生

活与公共生活并非毫无交集，个人德性也就具有创造公共价值的可能，比如节制、友善等个

人德性便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但据此承认个人德性相对于公共德性的优先性并不妥当。 

怀特（White，P.）曾在《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Civic Virtues and Public Schooling）》一

书中，探讨了民主社会中的公共德性及其培育问题，将公共德性摆在优先的地位。
［3］

有学 

者甚至认为，具有德性的人就是具有公共德性品质的人，因为生活的德性在根本上就是与他

人共处的德性。
［4］

尽管个体在选择良善生活方面拥有道德自主权，但“我们”既然生活在

一起，就依赖共享空间中普遍性规范的指导，并需要将其转化为个体的公共德性以发挥其规

范力量。“公共生活的所谓的洁身自好，虽然在个人的道德追求中是可能的，但是却容忍了

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恶，在德行上依然是欠缺的，因为并没有承担公共生活的伦理义务。”
［5］

道德教育必须重视个体对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实质性价值规范的认同，不仅要培育促进个

体美善生活的道德价值观，更要培育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道德价值观。 

然而，在现代性所导致的多元社会语境下，私人生活的道德价值无疑跃居优先地位。多

元道德理论的互竞使得道德成了个人情感的宣泄和个人价值的表达，个人偏好和欲望的满足

成为道德合理性的来源。正如麦金太尔（MacIntyre，A.）所言，个体在各种各样鲜明的群

体内追求他或她的善，而他或她所表达的爱好则会表明这一五花八门的社会关系。
［6］

与之

相应，道德教育的重点落在个体生活的私人领域，过于关注个体在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和

私人价值的确证，强调个体依据自己的价值偏好进行道德判断程序的学习和道德选择能力的

训练。至于个体如何通过道德教育参与共同生活，如何获得造福于公共生活的德性品质，道

德教育显得无能为力。由于缺少了对公共道德规范的价值认同，道德相对主义便在文化领域

盛行。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社会结构和生活领域的分化在使我国道德教育疏离整体主义取向的

同时，也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的繁衍，个体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差异使得对公共道德规范的

认同难以实现，这种现象日益渗透到学校领域。学生由于知识结构的差异性，在知识领域呈

现出相对主义的倾向。根据科尔伯格（Kohlberg，L.）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知识领域的相



对性导致其在道德领域更容易滑向相对主义。目前，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模糊

化的特征。有调查显示，部分学生缺乏对公共道德规范的认同，甚至对“道德”这一范畴缺

乏明确的认识。
［7］ 

就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而言，教育者往往更重视对学生个人德性而非公共德性的培

育。在道德相对主义问题上，学校道德教育未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导致学生将公共道德

规范视为一种“权威符号”，难以将其内化为公共德性，造成个体德性对公共德性的遮蔽。

虽然学生在私人生活中的德性修养对其个人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甚至具有公共价值，

但仅重视个人德性的培育无法使学生成长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良公民。面对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培育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学校道德教育必须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使学

生在对公共道德规范的认同中养成公共德性。 

（二）主体（间）性对公共性的排斥：道德教育主体的掩饰 

以教育主体间关系的历史演进为借鉴，道德教育的主体间关系依次经历主体性、主体间

性、他者性、公共性等环节。
［8］

主体性道德教育以主客分离的实体思维处理教师与学生的

关系，以教师权威、单向的灌输和教化为手段，强调学生对道德规范的无条件认同。主体间

性道德教育力图超越主体性，使教师与学生在民主、协商中达成道德共识，但其哲学根基使

其无法从根本上脱离主体性思维。其中，外在主体间性以主体间的利益互惠为基础构建同一

性，导致其在面对情感问题时脆弱无力。内在主体间性虽然重视主体间的移情、关怀，从关

注外在利益转向关注主体的精神世界，但这种关注却建立在主体间完全对称的关系基础上。

［9］
主体间性道德教育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主体性的弊端，在于其本质上仍以实体思维

为导向。这种思维方式以二元对立、理性分析为特征，把事物的存在看作孤立自足，把主体

看作追求同一性的认识主体，否定与自我相异的他者，“把人＝主体＝心＝思维、精神、意

识＝主观……，客体＝物质＝客观（身是人自身的客观），因而不理解主客观的复杂性”
［10］

，

在实践中，要么导致主体的“唯我独尊”，要么导致主体间以谋求绝对“同一”为基础的平

等交往。 

他者性解构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赖以存在的实体思维。列维纳斯（Levinas，E.）通过对

实体思维导向下的同一哲学的批判，确立了他者的优先性和不可还原性。他将“作为他者的

自我”作为交往关系的起点，认为自我作为伦理主体拥有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而他者又与“我”

具有绝对的差异性。他者与“我”的关系是一种非对称、非同一的责任关系。“从‘作为他

者的自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将确立一种关于个体的全新观念。它将拆除‘自我’与

‘他人’之间的墙壁与藩篱，把‘自我’的存在及其生存意义与‘他人’内在地关联在一起，



使‘爱他人’与‘爱自己’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11］

他者性道德教育要求营造一

种关怀他者的伦理氛围，通过教育关怀关系的建构，培养一种开放性的他者意识，为公共性

的主体间关系奠定基础。公共性是道德教育主体间关系的理想状态，发展和培育公共性的德

育主体间关系，要通过主体性、主体间性走向他者性，最终使多元主体在平等协商和情感关

怀中形成和而不同的伦理共生体。 

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关系建构中实现了现代转型，为他者性和公共

性的关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现实难题。在对象化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思维模式下，

差异化共生的主体间关系被遮蔽，教师和学生的道德个性及其道德观念的异质性被掩盖，其

情感关怀的缺失也导致道德教育效果的式微。同时，学校管理者、服务者等其他成员被悬置

在道德教育活动之外，道德教育失去了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平台。21 世纪以来，我国情

感德育、生活德育、“他者”德育的逐渐兴起已经证明了这种道德教育模式的弊端。美国学

校道德教育的发展演进也与此相关，逐步实现了从道德认知到情感能力培养的发展以及从个

体道德到社会关系修复的发展。
［12］

由此可见，学校道德教育的主体间关系应实现由主体性、

主体间性向多元主体差异化共生的公共性转变。 

（三）私人交往对公共交往的削弱：道德教育实践的乏力 

交往分为公共交往与私人交往两种类型。二者虽然并非截然分离，但通常具有不同的表

现领域。私人交往归属私人生活领域，遵循特殊性、等差性的道德规范，追求的往往是个体

情感的归属或熟人间权力与利益的往来，不可推广到公共生活领域。而公共交往归属公共伦

理范畴，遵循普遍性、平等性的伦理规范，追求的往往是民主、自由、协商的交往原则，是

公共生活领域的普遍交往方式。哈贝马斯（Habermas，J.）将公共交往理解为两个以上的行

动者通过语言理解的共识力量来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
［13］

这里所谓“共识”，排除

了私人交往中所有成员的“共有的理解”，“共有的理解”是自然而然的，是现成的，而“共

识只是指由思想见解根本不同的人们达成的一致，它是艰难的谈判和妥协的产物，是经历多

次争吵、许多次反对和偶尔的对抗后的结果”
［14］

。 

公共交往在道德教育中的价值体现在其以道德对话的方式促进道德“共识”而非基于“共

有的理解”的客观道德真理的形成。道德教育中的公共交往，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民主、

平等、协商等公共价值原则的基础上就公共生活领域的问题展开道德对话，在对话中双方或

各方都将其他成员视为平等的他者，以此来潜在地塑造受教育者的公共道德品质。这种道德

对话机制是不同道德价值观互竞的平台，是能够包容多元价值的共享空间。在对话过程之中，

个体不再仅仅从私人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着眼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致力于达成有



关公共价值规范的共识。也正是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公共交往中的个体“使私人观点得

以公开竞争，并且在切实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事务上达成共识”
［15］

。作为一种理论观念和

实践方式，基于公共交往的道德教育体现了道德教育的建构性特征，对于受教育者公共道德

品质的养成具有重要价值。 

当前学校公共生活中公共交往有所匮乏，存在私人交往阻碍公共交往的现象。受科学主

义的线性思维影响，学校自上而下地维持内部系统的运作，教师和其他职员被安置在固定的

岗位从事教学、管理、科研、服务等活动，这种组织架构容易导致学校成员以“功能性的交

往”取代公共交往。“功能性的关系”作为私人交往生活领域的负面调节形式，是师生之间

为了满足某种外在的个体或社会的功能性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导致师

生彼此之间缺乏本源性的真诚和信任。
［16］

“功能性的交往”在学校教育中集中表现为师生

交往的外在性和功利性、权威性与等级性、技术性与机械性，
［17］

也是目前学校公共生活中

各种“内卷”现象滋生的重要原因。 

“功能性的交往”与学校道德教育中公共交往的匮乏不无关联。这种负面的私人交往形

式无法激发起各主体对学校公共生活的情感关怀及参与学校公共生活的内生动力，导致学校

公共生活空间难以建构。对于道德教育而言，“功能性的交往”难以构筑道德教育实践的理

想情境，它使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连接与综合被人为切断，而知识的综合与融通及建基于其

上的德育协同正是完整而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得以生成的基础。由于难以实现道德教育的赋能

增权，难以建立良好的道德对话机制，这种交往形式不易引导学生对公共道德规范的认同，

导致本该实现的关于公共生活的道德共识被道德知识的“填鸭式教学”所取代。由此，公共

交往的匮乏及其引发的德育协同的无力造成了道德教育实践的乏力。 

二、价值彰显：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的公共性意蕴 

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导向下，学校道德教育必须对其公共性困境做出回应。道德

教育共同体是现代性视域下意义重建的共同体，它“是一种理念愿景，体现价值目标的统一

性；也是一种思维方式，预示不同主体的互动生态；更是一种行动方案，体现不同主体共同

实践创造价值的行动”
［18］

。作为理念愿景，道德教育共同体强调，道德教育以涵养共同体

精神和公共德性为目标，为道德教育提供公共性的价值导向；作为思维方式，道德教育共同

体倡导，道德教育以共同体的方式，以多元主体的交互形式理解主体间的关系，为道德教育

提供公共性的主体支撑；作为行动方案，道德教育共同体主张，道德教育的实践是多元主体

在公共交往中不断走向“共同体化”的过程，为道德教育提供公共性的实践情境。道德教育

共同体是新时代创新道德教育活动的思想方案，也是拓宽道德教育发展方向的实践指南，为



消解学校道德教育的公共性困境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启示。 

（一）公共价值的优先性：道德教育共同体的价值导向 

桑德尔（Sandel，M.）在阐述“构成性的共同体”观念时指出，“共同体不只描述一种

感情，还描述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这种方式成为主体身份的组成部分”
［19］

。由此，个体

人的身份确证无法脱离个体生存于其中的共同体。共同体是公共价值与个体价值得以实现的

必要前提，且公共价值相较于个体价值具有本源上的优先性。然而，经现代社会重构了的共

同体，不再是机械化的组织实体，也不同于原始的同质化共同体，而是吸纳了公共性原则的

异质性的伦理共生体。因此，就重构了的共同体而言，其公共价值并不否认个人价值的合理

性。 

在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中，教师、学生等共同体成员公共德性品质的发展都依赖共同体，

共同体的伦理实在性将所有成员带入共同的价值承诺。新时代的学校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特殊场域，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的精神文化建设以社会共同体

的核心价值为引领并与其兼容共生。就此而言，其价值导向与凝聚全体公民的社会公共伦理

同频共振，在根本上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

三个层面规范和凝练道德价值，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个体与群体之间善的“最大公

约数”，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公共价值的集中表达。“作为代表社会主体公共利益的一种共识性

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体现了当下社会所普遍追求的

价值共识和共同意义。”
［20］

 

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引导多元主体坚持公共价值优先的价值导向，在积极传播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彰显公共价值的主导地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内蕴的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等公共价值作为核心内容相互传播并积极践行，使其成为多元主体生活世

界的构成部分。在共同体精神和关怀关系的构建下，道德教育共同体克服由“个体化”、“竞

争化”、“内卷化”带来的个人价值优先的价值导向，进而回应道德教育中可能存在的相对主

义倾向。 

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承认公共价值的优先性并非否定个人价值。个体私人生活中的道德

行动也可能成为促进公共生活的形式。从公共性的发展演进来看，现代社会的公共性是吸纳

了主体性原则的公共性；从“公共”概念的演变逻辑来看，“公共”概念的出现是从“common 

good”转变到“public interest”的必然结果，可大体认为前者从整体上强调共同体的福祉，

较为模糊，后者从个体出发建构公共利益，逻辑较为清晰，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意味着个体

利益的觉醒。
［21］

就此而言，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具有非排他性，不为达至公共价值的共识



而排斥学校公共生活的多重样态，其所倡导的公共价值并非预定的，而是由多元主体在德育

实践中建构而生，这一建构过程彰显了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的互动。因此，对公共道德规范

的认同不再只是以灌输的形式实现，道德教育的目的也并不在于无条件地迎合社会的绝对价

值规定，而是在关怀多元主体道德自由和价值自主性的前提下，引导其自觉建构并认同公共

道德规范，促使其对共同生活中的基础性价值达成理解和认同。“公共价值教育是通过创造

公共生活的具体形式，让学生公开地运用自己的公共理性，反思公共生活中的价值问题，培

育公共道德。”
［22］

 

（二）公共性的主体间关系：道德教育共同体的主体承诺 

原始共同体呈现“整齐划一”的特点，不具有个体主体性，最终走向无法维持的“道德

真空”。现代社会重构了的共同体是现代人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等公共性价值的产物，其

以尊重成员平等的主体身份及其异质性特征为前提，寻求多元主体间的共生。由此，道德教

育“必须按照多元共生的理念，建构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是异质性的多元共生体”

［23］
。作为重构了的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道德教育所要构建的理想模式，道德教育共同体必

然在倡导现代共同体理念的前提下实现多元主体间的共生。 

“多元主体”之所以成为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的主体特征，在于道德教育共同体作为伦

理共生体一定程度上取消了教师、学生等学校成员的传统身份限制，鼓励学校所有成员在平

等的道德身份和集体关怀中进行道德学习。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德育活动是道德学习的情

境因素，道德学习则是德育活动的逻辑前提，道德教育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道德学

习的本然特质。而主体的道德学习往往是以主体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为内在动力，以主体间的

平等交往为实践情境，以集体关怀为情感保障。道德教育共同体的导向便在于推动多元主体

在道德学习中实现道德的自主建构。这一自主建构过程依赖于无明确边界的主体间关系，“共

生体中的师生关系是相互规定、交互生成的，师生没有固定的身份。师生角色与身份的定位，

取决于各自对知识创生和人格实践的动态贡献，因此是动态的、可变的”
［24］

。道德教育共

同体强调多元共生的主体间关系，并非否定教育者的价值引领作用，价值引领当然是必要的。 

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如果不对错误价值观因势利导，必然会使受教育者产生价值认

同的危机，“没有价值引导的自主构建，就不成其为教育过程，就必然缺乏超越性向度和足

够的发展性”
［25］

。但价值引领并非道德知识的简单填充，更不是“通过欺骗公民（学生）

而骗取共识”
［26］

，教师的价值引领与多元主体所强调的平等身份并无冲突。即使弱化了教

师和学生的传统身份限制，教师仍可凭借其丰富的专业技巧在共同体中施加更为有效的道德

作用力。 



从主体交互性的道德教育观来看，这种弱化身份边界的主体间关系是区别于“我—他”

关系的无数个体间的“我—你”关系，这一主体称谓表征着共同体内多元主体的独立道德人

格及其精神关怀。由于“‘我’与‘你’的交互活动本质上成为‘我’的道德与‘你’的道

德的互动过程”
［27］

，道德教育就成为学校所有成员在道德交往中“和而不同”的交流、对

话，在集体协同的德育实践和集体关怀中实现的差异化共生，这种主体间关系是多元主体间

的公共性。从教育主体间关系来理解公共性，公共性集中表现为差异化共生，“共生主体中

的公共性，是差异性主体之间的交互共生，‘差异’与‘共生’并在”
［28］

。道德教育之所

以要以共同体的方式，以多元主体的形式进行，根本上便在于这种公共性的主体间关系。这

一关系形态通过改变人们在认识论中观物或观人的方式来改变人们在价值论中对价值判断

的理解，其典型特征便在于用“共同体”的方式来凝视他者的存在，用“将他理解为我”的

方式来看待他者。
［29］ 

道德教育共同体试图通过公共性的主体间关系克服道德教育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走出“无我”与“唯我”两难的道德教育困境，以实现德育主体间关系的转变。其主张个体

在互为主体的德育生态中构建具有共同价值立场的共同体，以实现对原始共同体的当代重构。

道德教育共同体在倡导主体间性的前提下发展个人主体性，在培育公共性的导向下提倡主体

间性，彰显了道德教育的多元主体共生性。 

（三）集体协同的公共交往：道德教育共同体的实践情境 

鲍曼（Bauman，Z.）认为，原始共同体成员的集体协作是“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 

的”，其交往形态属于封闭式的私人交往。
［30］

重构了的共同体是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公

共性原则的指导下以协作、对话的公共交往方式建立起来的。只有在集体协同的公共交往实

践中，共同体成员才能克服私人交往的封闭性，将个体理性转化为公共理性。“通过交往，

人们充分的交流着彼此的价值观、目的、期望和信仰，而这正是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可

以说，交往生活不仅促进了共同体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关系的形成。”
［31］

 

通过多元主体集体协同的公共交往，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构筑了公共性的伦理生活。根

据生活德育论的观点，个体的道德建构是在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中经过持续的交往实践形成的，

道德教育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进行。以生活为根基的道德教育“在于引导人们去选择、建构

有道德的生活、生活方式”
［32］

，而只有“共同体的伦理生活”才能够称作“有道德”的生

活
［33］

。道德教育共同体以学校多元主体间的公共交往削弱成员间的“功能性的交往”，通

过公共交往来建构“共同体的伦理生活”，这种伦理生活既具有公共生活的一般特征，又是

充满爱和关怀的生活。因为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不仅具有一般公共生活的特征，还致力于构



筑爱的共同体。雅斯贝尔斯（Jaspers，K.）批判“现行的教育本身却越来越缺乏爱心，以至

于不是以爱的活动——而是以机械的、冷冰冰的、僵死的方式去从事教育工作”
［34］

。学校

道德教育共同体致力于构筑的伦理生活是充满关怀的教育生活，这种生活以学生、教师、管

理者、服务者等成员作为道德教育主体，以学校为主要的公共生活空间，以集体协同的公共

交往为实践情境，并在公共交往中关怀他者，具有公共价值教化的力量。 

道德教育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为多元主体形成道德共识提供了对话情境。道德教育共同体

中的价值共识以公共交往为实践保障，是在交往原则的指导下以道德对话的形式实现的。在

对话中，共同体既承认教师、学生等学校成员在普遍道德人格上的平等地位，也尊重每个道

德个体的个性和多样性并给予其情感关怀，使道德对话过程成为多元主体间“我”与“你”

的精神交流过程，而非对抗性的“道德辩论”。多元主体以对话、合作的交往方式于课堂、

网络等公共空间对社会、社区和校园公共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展开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讨论、质

疑、协商，在集体协同的过程中相互施加道德作用力，在关怀情感的作用下这种道德作用力

最终以“证实性叠加、证伪性解构及差异性修正”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挖掘不同个体道德观

念之间“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增进其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在这种道德对话机制的

影响下，即便主体间存在道德观念的差异，道德建构仍然是有效的，因为“‘你’通过对‘我’

的道德的否定，实现了对‘你’的道德的自我建构”
［35］

，最终通过每个主体的道德建构实

现共同体成员最大限度地道德共识。 

三、实现进路：构建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的公共性路径 

道德教育共同体理念对克服学校道德教育的公共性困境有所裨益，要在实践中推动道德

教育共同体的当代建构。道德教育共同体产生并巩固于学校道德教育实践，既是学校道德教

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又是学校道德教育实践的有效情境，是学校内部多元主体在集体协同中

的持续构建。学校道德教育要遵循公共性的运思路径，由内而外在激发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

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学校公共生活，推动学校参与社会道德治理等层面对道德教育共同体进行

当代建构。 

（一）激发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确立共同体成员的主体身份 

当代学校道德教育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外生性强制措施组建共同体，

而只能使学校多元主体自觉承担德育责任并切实感觉到对其内在需求，根据多元主体的意愿

以内生性方式来构建生成。因此，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的产生是多元主体自主建构的过程，

要使多元主体明确其德育责任并满足多元主体的道德需要，这也是公共性视域下主体身份确

立的要求。 



在明确多元主体的德育责任下立德树人。道德知识具有区别于科学、技艺等描述性和程

序性知识的特殊性，它是教人以道德上的“应当”为标识的体现实践智慧的规范性知识。道

德知识的这一特性决定了道德知识无法依靠机械的线性传输，且教师并不必然拥有道德知识，

即使拥有这种知识，也可能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理性对欲望的精神胜利，道

德于教育者而言就是‘非我’的存在”
［36］

。道德教育的能动性特征也决定了道德教育并非

简单的“移植”过程，也不是强制的理性命令。将道德教育视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传导，

无疑陷入了教育中的“浪漫主义”。就此而言，德育教师无法单独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使命。

“学生的道德发展不能简单地托付于专职德育教师来解决。否则，现代分工化、专业化的潮

流势必让人们遗忘道德教育乃共同体事业之观念。”
［37］

因此，在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导向下，要激发多元主体从事道德教育实践的内生动力，就必须明确多元主体的德育责任，

提升其育德能力，并构建以关怀为要义的道德教育环境以建立多元主体间的关怀关系，推动

学校全员参与承担学校道德责任。在此基础上，挖掘学校各职能部门蕴含的德育资源，使其

在合力育人中共享资源，以此推动实现各路“育人纵队”的横向衔接、协同互动和通力合作，

形成“全员育人”的动力格局。 

在满足多元主体的道德需要中构建身份。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是异质、开放的有机生命

体，多元主体道德需要的满足是在认同与协商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也是多元主体的身份建构

过程。“身份形成一定是在共同体的实践中，在参与合作与竞争、同意与斗争、社会团结和

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中实现的。”
［38］

随着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多元主体思想观念

的异质性因素逐渐增强，加之生活经验、知识结构的差异，其对道德、德育问题的认知也不

尽相同。多元主体道德需要的满足是在关怀他者、求同存异的道德对话中实现的意义共享和

道德共识。因此，要尊重多元主体的认知结构和道德观念的差异，主张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

交流和对话，并将其视作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得以构建和创生的必要条件，为不同的道德立场

和德育观点提供理性争鸣的平台。要把道德需要的满足过程转变为成员身份的构建过程，即

成员同时具备“我们”和“我”双重属性的道德学习和选择的过程，以此增强多元主体作为

责任主体从事道德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学校公共生活，激发共同体成员的公共意识 

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是公共性的存在，其成员公共意识的生发依赖以公共性的组织生活

方式为前提的交往实践，因此要注重对学校伦理德性的建构，在公共性的组织生活中进行道

德教育实践，激发共同体成员的公共意识。 

在“治理”理念下创设公共性的组织生活方式。治理理念是学校组织管理的新思维。学



校治理强调管理者、教师、服务者、学生等多元主体的民主共治，同时也倡导以“情感治理”

的模式实现治理中的人文关怀，致力于把学校建成一个有温情的公共生活空间，是实现教育

善治的内在需要。由于立德树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德育活动便在学校治理中占据重要

的位置。学校要在治理理念下创设公共性的组织生活方式，为道德教育共同体的构建创设组

织伦理条件。公共性的学校组织直接体现为民主化的组织生活，即民主化的生活方式和多元

主体的组织形式。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民主化最直接的体现，正如杜威（Dewey，J.）所言，

民主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
［39］

多元主体的组织形式也

是民主化的体现。有学者曾建议以“公共性”和“民主主义”作为原理来支撑公共教育制度，

“公共性”侧重于营造开放的、异质文化的交流空间，“民主主义”则强调学校成员都成为

学校建设的主体，实践“多种多样的人共同生活的生存方式”
［40］

。就此而言，学校道德教

育只有以治理理念为指导，推动多元主体以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民主化的生活空间中进行德育

实践和道德建构，才能营造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生活空间，建立长效、常态的德育对话和协商

机制，为共同体成员公共意识的生发奠定组织伦理基础。 

在“三全育人”的德育实践中激发成员的公共意识。道德教育在根本上是生活德育，日

常生活的整体性决定德育活动既要有空间上的开放性，又要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因此，在道

德教育过程中，要将一切可利用的校园空间变成德育实践的空间，突出道德教育的“全域性”

特征，将一切可利用的时机变成德育实践的时间，突出道德教育的“全时性”特征。学校要

在公共生活实践中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德育工作体系，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德育

运行机制，以一种无边界教育理念构建教育模式，从而与生活德育所强调的“全域性”、“全

时性”相融通，实现跨学科、跨场域协同育德，推动整全人格和健全公民的培育。学校共同

体成员的公共意识是克服学校“内卷化”现象的价值依托，公共生活空间是公共意识的体现

地和养成所。“三全育人”的德育实践作为学校公共生活实践，通过广泛开发并整合利用德

育人力资源和时空资源，彰显学校道德教育的载体优势、场域优势、文化优势，增强德育实

践运行机制的公共性，帮助消解个体人膨胀的条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培育具有公共意识的

共同体成员。 

（三）推动学校参与社会道德治理，促进共同体公共性的生长 

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作为异质、开放的生命有机体，离不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参与社

会道德治理是学校承担道德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拓展学校公共性的必要条件。学校在建构

道德教育共同体的过程中要自觉承担道德责任，强化与社会道德的交互作用，推动共同体公

共性的生长。 



在与社会的交流互动中承担学校道德责任。学校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也是社会道德的

高地。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在阐述大学的使命时强调了高等学校的引领功能。大学不仅要承

担改良社会、服务地方之重责，而且须肩负弘扬社会道德的神圣使命，成为“社会灯塔”与

“海上之光”。
［41］

学校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的“灵魂”参与塑造社会公共伦理，能

够引导整个社会形成更加民主、平等、自由的公共伦理关系和稳定和谐的公共伦理秩序。同

时，学校通过其特殊的道德教育功能，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升学生的公共道德品

质和公共参与能力，有利于为未来社会的公共生活培育优良的社会道德主体。就此而言，学

校在建构道德教育共同体的过程中，要积极参与社会道德建设，使自身成为与外界交流互动

的开放系统，把学校为求真育人所形成的民主协商、主体交互、集体协作等先进价值理念融

入社会道德建设之中，提升社会治理的公共伦理效度。 

在参与社会道德治理中增强共同体的公共性。随着个体生活领域的分化和社会多元化的

发展，学生所学习的道德规范有时不容易应对其所生活的社会结构，这种“规则错位”导致

学校德育教化的乏力，学生容易退回私人生活领域沦为消极的个体。在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

的建构过程中，只有不断彰显学校公共性才能有效应对这一困境。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的公

共性总是建立在学校公共性的基础之上，而学校公共性的实现是学校与社会交往互动的过程。

基于此，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的公共性也应该在与社会道德的交互作用中得以实现。社会道

德治理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导向，从市场伦理、职业伦理、公共道德等方面引领

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其从“工具人”、“经济人”、“个体人”向“公共人”的转化。

学校道德教育共同体应主动适应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形势，在参与社会道德治理的过程中，

破除有形或无形的边界障碍，提高多元主体面对社会复杂价值环境的免疫力，增强共同体成

员对社会公共价值的认同。同时，通过有效回应多元社会中的价值冲突，在价值批判与价值 

辩护过程中维护社会主流价值，彰显道德教育共同体维护社会公共道德的价值指向，促进共

同体公共性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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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Education Community：The Public Constru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t School 

Ren Shaobo & Fan Ning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publicity of both education and morality，we need to consider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ity. A review of moral education at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ity reveals its dilemmas：the shielding of personal virtue from public virtue in 

value orientation，the exclusion of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from publicity，and the 

weakening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by private communication；this makes it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community. As a community of meaning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th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community follows the moral value of 

giving priority to public value，advocates the publ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subjects，

and creates the situation of moral practice based on public communication，which helps to 

theoretically solve the public dilemmas of moral education at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t school 

needs to follow the logic of public thinking，and build the modern moral education community by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multiple subjects，guiding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life at school，and impelling school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mo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community；moral education at school；public value；

diversified subjects；public communication 

 

 

 

 


